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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目前研究中國大陸薪資所得相關文獻的範疇與設定，本文以 1993
年與 2006年兩個年度「城市住戶調查」中男性勞動者的薪資及相關特徵變數進
行分析。我們採用傳統的Mincer方程式以及 Oaxaca—Blinder分解進行分析，
結果顯示相較於 1993年積極改革開放之初，2006年時中國大陸的勞動市場已
因為一連串主動與被動改革開放政策而更具彈性，其勞動者薪資報酬率與工作

經驗及教育有更為正向的連結。此外，藉由 Oaxaca—Blinder分解中的「特徵
效果」與「係數效果」可發現，股權結構的變化都解釋了極大比例的變動。藉

由擬真所得分配的建構，我們更清楚 1993年與 2006年整個薪資所得分配的差
異主要來自於這兩年度報酬率係數的大幅變動，而勞動者特徵分配的改變僅能

解釋約莫 10%的所得分配差異。綜合這些結果，我們認為中國大陸從 1993年
以來政策與環境的變遷，除了改變勞動者的因素特徵分配外，報酬率能適度反

映不同勞動者特徵間的差異才是對勞動市場薪資結構最主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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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十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兩岸交流日益密切，台灣

勞動者赴中國大陸工作的情形已越趨普遍。此種兩岸勞動市場間的人員（單

向）流動，除了反應在赴陸工作人數的逐年增加外，其形態也從早期隨台資

企業赴大陸投資而調派過去的台商幹部，逐漸轉變為直接被陸資企業所應聘

的工作者。1此外，在這轉變的過程中，中國大陸的相關法規也對應地逐一放

寬台灣人在大陸就業的限制（林祖嘉，2005）藉以吸引優秀人才赴陸工作。

此一勞動人口的流動與轉變趨勢對台灣的勞動市場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衝擊與

挑戰，也值得當前政府以及學術界重視。由於從上世紀的 90年代至本世紀

初，中國大陸勞動市場中的薪資結構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引入

已然呈現大幅的變化，這樣的結構性變化與進程無疑影響了現今的態勢發

展。因此，在進一步研討如何面對因應此一勞動人口的流動趨勢之前，此研

究將利用可取得的跨期資料對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勞動市場的薪資結構變化

與進程作一嚴謹地統計分析與比較。

中國大陸在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並發表重要談話，確認社會主義式的市場

經濟路線後，大陸的經濟體制因此產生了關鍵性的質變而開始快速地發展。

1990與 2000年代動輒兩位數以上的經濟成長實力，更讓中國大陸在世界的

經濟體系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這過程中一連串主動或被動的城市

經濟改革、國有企業的改革、貿易逐步自由化、教育普及與高等教育擴張等

政策，不論在供給、需求面甚至薪資結構上都嚴重衝擊原本「計劃經濟」體

制下僵化的勞動市場。類似於文獻上探討蘇聯及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轉型至

市場經濟時對勞動市場的影響（如Orazem and Vodopivec, 1997; Brainerd, 1998; 

Adamchik and Bedi, 2000; Munich et al., 2005等），以及各國勞動市場如何因應

1  依據辛炳隆等（2011）的研究報告估計，在 2010年，台灣赴中國大陸工作的人數介於 50
萬至 100萬人，同時該研究報告也引述訪談民間人力銀行所得資料指出，2010年台灣職場
的新鮮人，有 73% 的比例可接受前往大陸就職；此外，藉由到中國大陸求學進而留在當地
工作的人數也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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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自由開放且整合的全球化經濟態勢的相關研究（如 Feenstra and Hanson, 

1997; Arbache et al., 2004; Zhu and Trefler, 2005; Hausman et al., 2007等），2中

國大陸勞動者薪資分配因應轉型經濟與貿易自由化的相關議題，如不均度、

薪資結構與分配變化及可能影響因素探討等，在這十多年來也已陸續受到學

術界的高度重視，文獻可參考如 Meng（2000）、Park et al.（2003）、Dong

（2005）、Li et al.（2007）、Knight and Song（2003; 2008）、Bargain et al.

（2009）、Appleton et al.（2010）、Cai et al.（2010）、Meng et al.（2013）、Han 

et al.（2012）與 Xing and Li（2012）等研究。

不同於以往大多數文獻的研究範疇與設定，本文以 1993年與 2006年兩

個年度的「城市住戶調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 UHS）中十個省及直轄市

的男性勞動者資料分析薪資變化。3關於僅以男性勞動者為分析對象，主要在

於我們所採用的資料中，男性勞動人口皆佔 1993和 2006年全體勞動人數半

數以上的比例（1993年為 52.63%而 2006則為 57.24%），因此藉由其分析勞

動市場的變動具有一定之代表性。再者，在傳統勞動薪資的各式相關實證研

究中，勞動參與的選擇（尤其是女性）一直是被關注的議題。然而，在目前

常見的大陸勞動者薪資研究中，此問題卻因為相關資料取得的限制而不易被

觀察與處理。4因此為了減少納入女性勞動者資料所可能蘊含的「樣本選擇

性」（sample selection）問題而偏誤了整體估計結果，我們的研究將僅聚焦於

男性勞動者的資料。此外，在年份的選擇上，1993和 2006兩個年份的挑選，

讓我們可以分析比較 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積極市場經濟改革的起始），至

2008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前的勞動薪資所得的結構變化；在這段時期，中國

2  關於轉型經濟與全球性的貿易自由化與經濟整合對於勞動市場影響的相關文獻，作者感謝
一位評審的提醒與建議引用。

3  在現有的相關研究中，也有一些文獻使用此資料庫進行研究，如 Park et al.（2003）與 Chi 
et al.（2011）分析收入的不均問題；Chi and Li（2008）以及 Ng（2007）分析性別因素對於
個人收入的影響，而 Han et al.（2012）則比較開放區域與較不開放區域的所得差異。

4  目前研究中國大陸勞動收入文獻中，未特別強調女性勞動參與選擇的其中一個可能原因，
在於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對於兩性工作平權的強調，但 Appleton et al.（2002）在研究大陸 
1990年代的國有企業勞動力的問題時指出，女性勞動者在面臨國有企業組織改造（下崗）
政策時，往往處於較不利的地位，他們也據此指出樣本選擇性的問題確實存在現有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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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經濟產能呈現大規模的擴張，5因此和此總體環境相對應的個體薪資

所得變化，乃是國內研究者欲了解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切面。

除此之外，在 1990年代初期以至 2000年代中期的這段期間中，若觀察美

國及多數歐盟國家的男性勞動者薪資跨年度差距在所得分配各分量（quantile）

上的變化，文獻上研究顯示男性勞動者薪資變化多呈現出U型曲線，亦即高

收入以及低收入男性勞動者的跨年薪資變化較中等收入者來得大而出現兩極

化的現象。6相對地，依圖 1所顯示，中國大陸男性勞動者在 1993年與 2006

年各分量的薪資差距並無呈現兩極化的現象，反而隨薪資收入的分量增加而

增加。此一現象亦反映出中國大陸勞動薪資所得變化與已開發經濟體之間的

差異，這也是我們欲瞭解影響中國大陸勞動薪資變化的動機之一。

針對中國大陸勞動薪資所得，在標準的Mincer方程式（Mincer, 1974）

圖 1：中國大陸男性勞動者對數薪資的變化（199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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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資料來源為中國大陸的「城市住戶調查」（UHS）（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
濟調查司，1993；2006），作者自行分析整理。

5  依據 OECD Factbook 2010（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atistics）顯示，中國大陸
從 1993年至 2006年，實質 GDP 的平均年成長率為 10.04%（OECD, 2010）。

6  參見 Autor and Dorn（2013）、Firpo et al.（2007）與 Goos et al.（2009）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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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要關心的教育程度與經驗的影響外，我們也納入了文獻上常用的勞動者

特徵變數（如教育程度、經驗、年齡與性別等）以及工作特徵變數（如地區、

所屬企業的股權結構與產業別等）於方程式中，7並分別利用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與分量迴歸（quantile regression, QR）估計對應

的參數。根據OLS的估計結果，我們進一步以文獻上常用的OB拆解（Oax-

aca—Blinder decomposition）在均數上探討跨年度所得差異的來源：由（1）各特

徵變數組成結構的差異造成，即「特徵效果」；抑或由（2）各特徵變數對應的報

酬率效果變動所造成，即「係數效果」。同時我們也以 QR的估計結果，進一

步利用Machado and Mata（2005）的方法重建對應分配與跨年度的擬真分配

（counterfactual distribution），從分配的角度探討勞動者特徵變數以及其對應

的報酬率係數變動對工資的影響。

本文其餘部份安排如下：我們在第貳節中，將簡單介紹中國近三十年來

改革開放政策對勞動市場的衝擊、本文所使用的資料與其基本特性，以及

Mincer方程式的建構與討論，並於第參節中詳細分析實證結果。最後，我們

於第肆節中總結本文的研究並提出相關討論。至於附錄中我們則探討了教育

的內生性問題與薪資所得分配的建構、估計與抽樣等計量分析方法。

貳、背景、資料分析與模型建構

一、改革開放對勞動市場的各式衝擊

中國大陸自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由鄧小平確定「走向海洋」的「梯

7  如同陳建良與管中閔（2006）一文中所提及，文獻上（如 Heckman and Hotz, 1986; 劉錦添
與劉錦龍，1987；陳建良，2007等）常見的工資函數實證研究設定，包含了Becker（1964）
與Mincer（1974）等所採用的人力資本模型強調的勞動者特徵變數（如教育程度、經驗、
年齡與性別等），以及 Lucas（1977）與 Brown（1980）等特徵工資模型所探討的工作特徵
變數（如工作場所與地區等）。因此，依我們所採用的資料庫中可取得的變數資料，我們於

實證模型中也考慮了類似的勞動者特徵變數與所處城市區域等變數。除此之外，為了能在

資料變數的限制下盡可能地描繪工資函數，我們同時考慮了企業的股權結構以及產業別等

特徵於工資函數中，藉以描繪不同企業及不同產業間的可能薪資差異。而這些變數在後續

對應的 OLS與分量迴歸的分析中，也多具有顯著估計值，因此我們認為這些變數的納入對
於解釋薪資變動也具備統計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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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均衡發展策略後，中國的經濟體制便逐漸揚棄了毛澤東時期的「均衡

發展」路線。1980年在東南沿海挑選了深圳、珠海、汕頭與廈門四個城市

為經濟特區，作為吸引港澳台與外商資金投入大陸市場的初步嘗試與試驗。

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便逐漸讓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取代過往

的「計畫經濟」體制，也因此中國政府從 1993年之後開始採取較為激烈的市

場經濟改革與更為開放的政策。這些開放政策與獎勵措施除了吸引外資與合

資企業的相繼成立並對大陸僵化的勞動市場（薪資）結構產生衝擊外，也讓

原本封閉的大陸國內企業直接面臨國際上的競爭。據此，1997年第十五次全

國代表大會中，中國政府確立了國有企業（或稱國有事業單位）「抓大放小」

的改革策略，亦即挹注資源協助體質良好、有競爭力或具壟斷性的國有企業

購併或轉型；而放任體質較差的中小型國有企業（通常屬於縣級單位以下的

第一級產業）倒閉或售予民間企業。藉由這段時間一連串的開放與改革，市

場上各類型事業單位的佔有比例也出現明顯改變；相較於國有企業或城鎮集

體事業單位，其餘股權結構企業（如股份制和合資事業單位與城鎮個體或私

營企業等）在市場上的比例大幅提高。

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這段期間，大量的國有企業冗員被迫解雇而進入勞動

市場。同時期，農村與城市間的人口政策也因大幅鬆綁而使得大量的農工得

以進入城市尋求工作機會。8而 1994年 7月，新的勞動法通過，該法除了保

障勞動者的權益外，也允許企業主解雇員工，給予企業主在勞動市場中更多

的聘任解雇自由。9這些政策的鬆綁或制訂，都直接衝擊勞動市場的供給與

需求，更讓勞動者於勞動市場中具流動性。另一方面，1986年通過的《義務

8  一般研究認為，大量農工進入城市工作會壓縮原有城市低階勞動者的工作機會，進而衝擊原
本的薪資結構。但是，由於這些農工無法取得城市的「戶口」，其薪資所得並無法被政府的

各式城市調查所記載，因此該影響目前尚無有效的衡量方法；相關討論可參考如 Cai et al.
（2009），Démurger et al.（2009）、Appleton et al.（2010）與 Xing and Li（2012）等研究。

9  1996年新的勞動合同制度開始廣泛建立，並適用於規範所有勞動者與企業主之間的權利義
務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此合同改革了社會主義中「幹好幹壞一個樣」的「鐵飯碗」制度，

不論是勞動者自願離職或業主解雇，只要於前一個月通知即可。而 2008年 1月更公布實施
了新的勞動合同法，將企業主與勞動者之間的權利義務更為明確的規定，以建立更和諧的

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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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將義務教育由六年延展到九年，使得 90年代後勞動市場上的新興

勞動力教育程度整體提昇；而 1999年開始實行《高等教育法》也使得高等教

育大幅擴張，原本無法進入大學但資質稍好的高中畢業生遂得以進入大學就

讀，進而也影響了高中與大學學歷勞動者在原有勞動市場中的分配與薪資結

構。除此之外，2001年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貿易被迫

逐步自由化，除了使中國大陸國內企業面臨更為劇烈的全球競爭外，各區域

城市間的勞動市場薪資結構也因此受到另一波嚴重的衝擊。10

二、資料來源

我們採用的資料是 1993以及 2006兩個年度中國大陸的「城市住戶調查」

（UHS），包括北京市、遼寧省、江蘇省、廣東省、湖北省、四川省、重慶市、

安徽省、山西省及甘肅省等十個具代表性的省分或直轄市。11此調查數據乃

是由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規劃進行，抽樣方法採取的是兩階段分層抽樣，第

一階段依據城市（含縣城）人口選定欲抽樣的地級市，第二階段則在抽中的

地級市內再依不同的居住地區隨機抽取家戶調查，調查的範圍與指標包括個

人基本背景、就業狀況、收入、支出等資料，中國大陸統計年鑒所公布的總

體（宏觀）資料便是以該調查為基礎所建置。12

三、變數定義與處理方式

依據中國大陸官方的記載名稱，（名目）薪資所得變數及主要控制變數

的定義如表 1所示。於本文的研究中，我們將使用經城市消費者物價指數進

10   關於中國大陸從 1990年代至加入WTO之後，不同區域城市的薪資結構受到貿易自由化
與全球化的影響分析可參見 Han et al.（2012）。

11   根據相關文獻的研究整理（如 Naughton, 2007; 林祖嘉，2011；或唐正道等，2013），中國
大陸的經濟改革開放由 1980年東南沿海的城市經濟特區開始，1990年代末期開始計畫平
衡各區域的發展，如 2000年執行「西部大開發」政策，2003年提出「振興東北」計畫與 
2006年的「中部崛起」計畫等。而我們所考慮的這十個省（市）也都先後出現在對應的
發展規劃中。

12   詳細的抽樣設計與執行介紹，可參照中國大陸官方所出版的統計年鑒。關於該調查在數
據採樣上的優點與限制，可參照 Gibson et al.（2003）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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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變數的定義與處理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

薪資所得（Earning） 工資性收入，含各項補貼與獎金（單位：人民幣；以

1993年為基期）
教育年數（Education year） 勞動者接受教育年數

經驗年數（EXP） 年齡−教育年數−6

教育程度 

初等教育（Primary） 小學以下

中等教育（Secondary） 初中、高中、中專

高等教育（Tertiary） 大學專科、本科及以上

已婚（Marital） 勞動者結婚=1，未婚=0

沿海城市（Coastal） 沿海城市=1，內陸=0

發展區位 

東部地區（East） 含北京市、江蘇省、廣東省、遼寧省

中部地區（Central） 含山西省、安徽省、湖北省

西部地區（West） 含四川省、重慶市、甘肅省

單位股權結構 

國有事業單位（SOE） 含全部資產歸國家所有的非公司制經濟組織，以及採

有限責任公司制的國有獨資公司

城鎮集體事業單位（UCE） 也稱為「集體企業」，乃是依中國大陸《城鎮集體所

有制企業條例》所成立之企業

股份制和合資事業單位（FOE） 包含股份公司、外商投資公司、以及港澳台企業

城鎮個體或私營企業（POE） 也稱為個體經營者，含個體雇主與自營者

產業別 

製造業（Manufacture） —

建築以及水電運輸事業（Construction） 含建築業、電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交通運輸
業、信息傳輸業

批發零售業（Wholesale） 含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

金融及房地產中介事業（Finance） —

服務業（Service） 含商務服務、科學研究與技術服務、環境和公共設施

管理服務、教育服務等項目

政府部門（Government） —

其他（Others） 農林魚牧等初級產業及採礦業

附註： 東部、中部、西部三大經濟行政的發展區位劃分始於 1986年中國大陸通過的「七五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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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平減後的實質薪資所得（基期為 1993年）為分析對象。此外，教育程度

乃是依據文獻上慣用的分類方式而將教育年數分為三種類別（Primary、Sec-

ondary、Tertiary）。13企業股權結構分類則是依據 UHS資料中受調查者之受

僱單位進行區分。而產業別分類則依據 Bargain et al.（2009）的作法，將中

國大陸在不同年代間的產業類別統一分為製造業、建築以及水電運輸事業、

批發零售業、金融及房地產中介事業、服務業、政府部門，以及其他等 7大

類。14

四、兩年度資料概況

表 2為 1993年以及 2006年各變數的敘述統計量。由該表可知，2006年

男性勞動者的平均實質薪資所得約為 1993年的三倍，並且在 2006年中薪資

的變異性，亦即分配離散程度，也遠較 1993年來得大。在工作經驗部分，由

於 2006年男性勞動者的平均年齡普遍高於 1993年，因此經驗年數在 2006年

的資料中也顯得較高。在教育程度部分，整體受教育年數在 2006年要略高於

1993年，然而兩個年度教育水準的變化主要出現在中、高等教育結構的調

整；1993年男性勞動者的教育程度集中於中等教育部分，比例超過七成，但

到了 2006年，中等教育的比例已大幅下降，但是高等教育的比例則大為提高

（約為四成）。在已婚的男性勞動者比例部分，從 1993年至 2006年也略微提

高。另外在勞動者就業單位的企業股權結構部分，國有事業單位勞動者的比

例從 1993年至 2006已大幅下降，但這並不表示中國大陸的國營事業「數

量」，在經濟自由化以及市場化的過程中（比如透過民營化方式）大幅下滑，

而主要是因為對外資的開放以及私營企業（主要為中小企業）的興盛所致。

在產業分類方面，2006年男性勞動者在製造業工作的比例已遠不如 1993年

來得高，取而代之的是服務業的比例明顯上升（約 1.6倍），另外建築以及水

電運輸事業的男性勞動者比例也大幅上升（約兩倍），這顯現了一個經濟體

在成長過程中逐漸由第二級產業過渡至第三級產業的現象。

13   亦即依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設定的分類，可參考如 Barro and Lee（2001）等文獻。
14   由於中國大陸的產業別分類依據經濟發展階段之不同也不斷在調整，在 UHS問卷中，產
業（行業）類別在 1993年分為 13類，2006年則分為 19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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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93年與 2006年男性勞動者的薪資所得因素特徵基本統計量

變　　數 
1993年 2006年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薪資所得（Earning） 3927.184 2675.529 12229.58 9556.241
經驗年數（EXP） 21.903 10.505 23.999 10.361
教育年數（Education year） 11.525 2.713 12.607 2.72

教育程度 
初等教育（Primary） 0.048 0.214 0.02 0.139
中等教育（Secondary） 0.717 0.451 0.578 0.494
高等教育（Tertiary） 0.235 0.424 0.402 0.49

已婚（Marital） 0.815 0.388 0.891 0.312
沿海城市（Coastal） 0.311 0.463 0.396 0.489

發展區位 
東部地區（East） 0.484 0.5 0.553 0.497
中部地區（Central） 0.283 0.45 0.295 0.456
西部地區（West） 0.233 0.423 0.152 0.36

單位股權結構 
國有事業單位（SOE） 0.839 0.367 0.656 0.475
城鎮集體事業單位（UCE） 0.138 0.345 0.049 0.215
股份制和合資事業單位（FOE） 0.01 0.099 0.17 0.375
城鎮個體或私營企業（POE） 0.012 0.111 0.126 0.331

產業別 
製造業（Manufacture） 0.423 0.494 0.257 0.437
建築以及水電運輸事業（Construction） 0.114 0.318 0.212 0.409
批發零售業（Wholesale） 0.107 0.309 0.089 0.285
金融及房地產中介事業（Finance） 0.053 0.224 0.046 0.209
服務業（Service） 0.133 0.34 0.216 0.411
政府部門（Government） 0.144 0.351 0.141 0.348
其他（Others） 0.025 0.158 0.039 0.194

樣本數 5805 7830

附註：變數定義請參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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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薪資模型的建構

根據文獻上的相關研究，我們在可取得的資料變數範疇下，考慮以下的

Mincer方程式模型：

3

ln Y=c+α1EXP+α2EXP2 +∑δiEDUi +∑γj Zj + ε （1）
i=2 j

: =X ′β+ ε,

其中，Y為薪資所得，c為常數項，EXP為工作經驗年數，EDUi為對應教育

程度類別的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基準組為初等教育程度，i=2代表

中等教育程度而 i=3則為高等教育程度，Zj則為表示受雇者其餘特性的各式

虛擬變數，其中包含了是否已婚（Marital）、是否處於沿海城市、發展區位

（東部、中部與西部，西部為基準組）、所處企業單位的股權結構（SOE、

UCE、FOE與 POE，POE為基準）與行業別（製造業、建築以及水電運輸事

業、批發零售業、金融及房地產事業、服務業、政府部門與其他，政府部門

為基準）。由於薪資所得已經取過對數，因此各解釋變數所對應的係數 α1, α2, 

δ2, δ3與 γj則為各變數對應的薪資所得報酬率。在後文的分析中，我們會將所

有勞動者的因素特徵以向量X，而對應的報酬率係數則以 β表示以簡化符號。

後續的相關實證分析都會在此線性模型（1）的設定下進行。然而，此處針

對薪資函數設定的分析架構，仍存在一些隱含的假設或問題，值得進一步提

出討論。首先，我們若將勞動者因素特徵與報酬率視為兩類（隨機）變數，

則其將有各自對應的理論或行為方程式，且兩者之間也能具有交互影響關係

（如技術變動將引起勞動者的能力改變，進而改變報酬率等）。然而，所付出

的代價是，我們必須仰賴具有適當經濟理論且較為複雜的結構模型（structural 

model）。15相對地，我們採用文獻上所經常使用的Mincer方程式（1），其雖可

視為在不同研究者所信服的理論模型架構下所推衍出可供估計的迴歸模型，

15   結構模型也許能透過對勞動者選擇行為做較多事後（ad hoc）且更為深入的假設，因而能
更為清晰地描繪特定因素造成工資結構變動的影響。但是由於每位研究者所設定的行為方

程式或採用的理論架構可能不盡相同，因而所分析的結果也更可能受到這些假設的影響而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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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本身並無法直接反應變數與變數之間在完整理論結構下的「交互影響」

關係。一般而言，此可估計的工資方程式都以人力資本模型強調的勞動者特

徵變數（如教育程度、經驗、年齡與性別等），以及特徵工資模型所探討的工

作特徵變數（如工作場所與地區等）當作解釋變數於迴歸分析中。在這樣的

模型設定下，僅將這些「因素特徵」視為變數，並將線性模型中的迴歸係數

解釋為對應的「報酬率係數」，而無法進一步探討其相互影響關係。然而，雖

然Mincer方程式針對因素特徵與報酬率採用了簡化的設定，但這樣的設定卻

也讓跨族群或跨年的比較相對容易進行。

再者，當殘差項與解釋變數有關，「內生性」的解釋變數（endogenous 

variables）將可能會使Mincer方程式的估計產生偏誤進而影響分析（如無法

觀察到的勞動者能力特質與教育及薪資同時相關）。針對此問題，計量文獻上

慣用於解決內生性解釋變數問題的工具變數（instrument variable）法也由於可

選用變數的侷限，而使其在修正Mincer方程式估計上的效果受到質疑（Car-

neiro and Heckman, 2002）。因此，我們的主要分析內容仍遵循相關文獻上（如

陳建良與管中閔，2006；Katz and Murphy, 1992; Katz and Autor, 1999; Heck-

man et al., 2003等）的處理方式，假設Mincer方程式中的所有解釋變數均為

外生（exogenous）。然而，為了使正文的分析結果更為穩固，我們同時也於

附錄一中特別針對研究工資文獻中較易受到內生性問題質疑的「教育」變數，

進行兩階段迴歸分析以及 Hausman內生性檢定。16此外，男性勞動者或許也

存在「自我選擇」的問題，此問題將可能進一步影響薪資所得收入的估計。

但是，由於變數資料的侷限（如缺乏抽樣樣本所對應的父母教育背景或是家

庭背景等），我們目前並無法進行類似 Heckman的兩階段估計（Heckman, 

1979），以減輕自我選擇問題對於薪資所得收入估計的可能偏誤疑慮。17

16   我們使用「同一城鎮其他男性的教育年數平均數」（同儕的外溢效果），以及「是否為 
1971年後大陸城鎮出生的男性勞動者」（義務教育的政策效果）作為工具變數，而 Haus-
man檢定結果並無法顯著拒絕「教育年數為外生」的虛無假設。我們感謝一位評審在內生
性問題以及工具變數的選取上給予建議； 詳細的討論與分析請見附錄一。

17   雖然「個別年度」薪資所得收入的Mincer方程式估計可能受到內生性與自我選擇問題的
影響而可能有些許偏誤，但只要在一定的條件假設滿足下（如 Fortin et al., 2011），後續的
跨年度 OB拆解仍可以被認定（identified）。較為詳細的討論請參見第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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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大陸於 1993年與 2006年，除了勞動者的特徵變化外，中國大

陸於勞動市場、法規與整體經濟都經歷了「結構性改變」（structure change）。

而這樣的結構性改變，也隱含了這兩年度的薪資函數可能擁有不同結構、解

釋變數與模型設定。然而，相較於不同年度可能對應不同結構的處理方式，

針對兩年度的薪資方程式，我們於後續的分析中將採用相同的模型結構與解

釋變數，僅以報酬率參數的估計差異來反映背後可能的結構性改變。雖然我

們並未直接針對各年度的特殊薪資結構進行處理，但在此架構下（兩年度的

薪資所得模型具有相同解釋變數），我們卻可直接進行 OB差異分解以及利

用分量迴歸進行跨年度的擬真分配模擬，並在較少的模型參數與結構設定下

清楚衡量兩年度的變化，這是以「固定的模型」進行跨年比較分析的優點之

一。18

另一方面，相較於我們上述所提的可能問題，針對Mincer方程式，持續

都有文獻針對其變數選取、函數型式設定與所隱含的假設於工資研究實證分

析中的正確性與否進行討論。晚近的研究如Heckman et al.（2003）一文放寬

傳統方程式的線性型式與變數選取；Black et al.（2009）認為教育程度的報酬

率不應放諸四海而皆同，不同區域的勞動市場應有不同報酬率；DiPrete and 

Eirich（2006）則強調接受不同等級教育的累積優勢（cumulative advantage）

於分析教育報酬時的重要性；而Chen（2008）則重新探討教育程度選擇的內

生性問題與影響，以及所對應的 OB拆解方式。這些研究與討論都建議了傳

統Mincer方程式的可能修正方向，但其因為需要更多可匹配使用的資料或估

計方式，在我們目前的資料侷限下，似乎都不可行。19因此，我們在後續的

分析中，仍以模型（1）為主要分析對象。

18   類似的文獻中，以「固定的模型」進行跨年比較的研究，在薪資所得上有如Machado and 
Mata（2005）與陳建良（2009） ，而在家庭所得分配上則有如 Meng（2004）等。

19   相較於我們所使用的 UHS資料庫，根據另一資料庫「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研究
1988年與 1995年的教育報酬變化時，也遭遇類似的問題。為了能直接與現存根據傳統 
Mincer方程式的實證研究相比較，Yang（2005）最終也僅能採用OLS來估計此傳統 Mincer
方程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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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結果分析

一、薪資所得函數分析

根據Mincer方程式的模型設定（1），我們將進行最小平方法（OLS）與分

量迴歸（QR）的估計、OLS對應的OB拆解以及薪資所得擬真分配的分析。

此外，為了減緩殘差項可能存在異質變異進而造成統計推論出現偏差，我們

於後續的OLS估計以及和其相關的OB分解結果中，都以「異質穩健標準誤

差（heteroskedasticity-robust standard error）」的方式進行對應估計，以修正殘

差項可能存在異質變異的影響。

㈠ OLS與 QR估計結果
表 3中列出了 OLS與 QR 0.25、0.5與 0.75分量的估計結果與每個係數

估計對應的標準差。20由表 3的估計結果，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 OLS或

QR估計，Mincer方程式中關心的工作經驗與教育程度的係數都相當顯著，且

正負符號都符合預期；亦即工作經驗越多，薪資報酬率越高，但邊際報酬率

呈現遞減，而教育程度越高則報酬率越高。至於其餘控制變數的顯著性，則

在不同年度與不同分量中有些許不同，我們將在後文中仔細地比較討論。最

後，值得一提的是，此模型的配適程度與文獻上類似的研究相去不遠，OLS

的 R2大約都在 0.3左右，QR的估計配適則約為 0.2上下；如 Knight and Song

（2008）與Meng et al.（2013）等研究。21

20   為了節省篇幅，我們依據跨期或跨國薪資比較文獻（如 Bargain et al., 2009）的作法，僅
呈現常見的三個分量點（0.25, 0.5, 0.75）的估計結果並加以分析。但其餘分量的估計結果
都大致與此三個分量點之間所呈現的估計變化類似。對於其餘分量下的係數估計結果有興

趣的讀者，歡迎來信向作者索取。

21   在類似的所得或薪資研究文獻中，共產黨員的身分是個重要且顯著的解釋變數，如 Apple-
ton et al.（2005）、Zhang et al.（2005）與 Bargain et al.（2009）等。但由於在 UHS 的資料
中，並沒有該項調查資料，因此我們的Mincer方程式的配適度若稍較文獻結果為差，是
可以被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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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93年與 2006年Mincer方程式的 OLS與 QR估計結果

解釋變數 
1993年 2006年

OLS QR(0.25) QR(0.50) QR(0.75) OLS QR(0.25) QR(0.50) QR(0.75)

EXP 0.027** 0.026** 0.023** 0.017** 0.035** 0.037** 0.032** 0.027**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EXP2 −0.033** −0.027** −0.023** −0.014** −0.066** −0.068** −0.057** −0.05**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Secondary 0.066* 0.105** 0.073** 0.073* 0.173** 0.175** 0.187** 0.194*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Tertiary 0.255** 0.31** 0.26** 0.246** 0.519** 0.527** 0.514** 0.504**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Marital 0.255** 0.232** 0.182** 0.212** 0.266** 0.246** 0.215** 0.227**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Coastal 0.389** 0.29** 0.308** 0.418** 0.397** 0.339** 0.394** 0.496**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East 0.034* 0.03 0.044** 0.033† 0.087** 0.101** 0.106** 0.045†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Central −0.031* −0.01 −0.032* −0.032* 0.057** 0.07* 0.092** 0.043†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SOE −0.347** −0.263** −0.338** −0.464** 0.428** 0.456** 0.477** 0.441**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UCE −0.533** −0.462** −0.523** −0.644** 0.084* 0.081† 0.089† 0.09*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FOE 0.252* 0.318† 0.385** 0.159 0.268** 0.226** 0.301** 0.291**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Manufacture 0.031† 0.002 0.071** 0.136** −0.107** −0.198** −0.101** −0.017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Construction 0.095** 0.061* 0.132** 0.235** 0.055* −0.01 0.026 0.107**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Wholesale −0.026 −0.091** 0.000 0.071* −0.131** −0.195** −0.145** −0.070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Finance 0.109** 0.032 0.108** 0.220** 0.001 −0.081* −0.026 0.066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Service 0.033† 0.031* 0.052** 0.079** −0.035† −0.047* −0.026 0.019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Others −0.053 −0.05 −0.032 0.001 0.144** 0.053 0.107** 0.247**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Constant 7.619** 7.317** 7.684** 8.031** 7.719** 7.392** 7.731** 8.134**

(0.003) (0.003) (0.002) (0.002) (0.004) (0.005) (0.005) (0.005)

pseudo-R2 0.343 0.222 0.198 0.194 0.265 0.161 0.165 0.162

附註： EXP2為將經驗年數平方後除以 100；括弧內的數字為該參數估計所對應之異質穩健標
準誤差，**, *, †分別表示 1%, 5%, 以及 10%顯著水準。其中，1993年的樣本數為 
5805而 2006年則為 7830。各解釋變數的英文簡稱代號與表 1及表 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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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經驗年數與教育程度的報酬率變動分析
我們根據 1993年與 2006年的OLS與 QR的估計結果，將經驗年數對薪

資所得報酬率的影響繪製於圖 2中。首先，由圖 2（a）我們可以發現，平均而

言，1993年的經驗報酬率隨經驗增加而一路攀升，約莫至 EXP=40年時達到

高峰 0.55，之後則呈現緩步報酬率遞減；2006年的經驗年數報酬率呈現更明

顯的倒U曲線，其隨增加年數至 EXP=25年左右達到報酬率高峰（0.46），但

之後報酬率迅速遞減，當 EXP=50甚至已跌回 0.10的報酬率水準。兩年的結

果相較，2006年的經驗年數報酬率在 20年以前些微大於 1993的報酬率，約

維持 0.05的差距，但經驗年數超過 30年之後則遠低於 1993年的對應水準。

除此之外，圖 2（b）與圖 2（c）則分別呈現兩年度的 OLS和三個分量下的 QR估

計結果。我們可以發現QR估計兩年度的報酬率變化趨勢和OLS相似。有趣

的是，每一年度的低分量在相同經驗年數下的報酬率都較高，其中，兩年度

0.25分量的報酬率最大，且皆比 0.75分量高出約 0.15。

整體而言，改革前期（1993年）與改革後期（2006年）中所呈現經驗年

數報酬率變動，與Bargain et al.（2009）根據 CHIP資料所得到的結果類似，

亦即中國大陸改革初期的勞動市場，可能會因為雇主較不容易解雇資深員工

或者無法輕易調整（調降）其薪資而呈現「相對溢酬」的現象，但勞動法與

相關契約（合同）的確立與修正，以及國有事業一連串的改革與薪資制度調

整，讓企業能在追求較大利潤的考量下對資深雇員進行適當的薪資調整。此

種薪資調整的彈性，也適度解釋為何 2006年雇員的工作經驗超過了 30年後，

呈現邊際薪資報酬率遞減的情況。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勞動市場改革前

後對於經驗年數的報酬率變化其實並不獨特，其與國際上其他國家（如美國、

英國與澳大利亞）的發展軌跡類似；可參見Meng and Kidd（1997）與Bargain 

et al.（2009）等相關文獻討論。22

22   文獻上關於其他國家於報酬率與經驗的關係之研究（理論文獻可參照如 Becker, 1993; 實
證文獻則為Meng and Kidd, 1997: 403–421與 Bargain et al., 2009: 562–587），多呈現出先升
後降的倒 U型曲線（以年份為橫軸、報酬率為縱軸）。這也是許多國家實證資料所觀察到
的現象，而在中國大陸的男性薪資變化，基本上也符合此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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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經驗年數（橫軸）的薪資報酬率（縱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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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兩年度依 OLS估計結果而計算出的經驗報酬率變化。

0

0.1

0.2

0.3

0.4

0.5

0.6

0.7
OLS (1993) QR25 (1993) QR50 (1993) QR75 (1993)

50403020100

（b）1993年依 OLS與 QR估計結果而計算出的經驗報酬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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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06年依 OLS與 QR估計結果而計算出的經驗報酬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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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隨著教育年數增加，教育的報酬率也會增加。其中，相較於

初等教育，OLS估計結果顯示 2006年中等及高等教育的平均報酬率約為

1993年的兩倍；此結果初步顯示，平均而言，教育程度對薪資報酬率的影響，

在 2006年較為自由開放競爭的勞動市場中是正向的。23當我們進一步藉由

圖 3中從不同分量的角度去觀察各年度的變化可發現，相較於初等教育的報

酬率，在 2006年不同所得分量受教育的影響並無明顯之差異，但在 1993年

圖 3：兩年度中等與高等教育程度報酬率的 QR估計結果

（a）1993年（左為中等教育，右為高等教育）。

（b）2006年（左為中等教育，右為高等教育）。

23   關於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教育程度對於薪資的影響正效果大幅增加的現象，和文獻上
研究蘇聯與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歷轉型經濟後的研究類似，如Orazem and Vodopivec
（1997）、Adamchik and Bedi（2000）與Munich et al.（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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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等與高等教育程度對報酬率的影響似乎有隨分量上升而呈現遞減趨

勢，這個結果和文獻中對於已開發國家中對工資收入的研究發現有所不同；

例如Buchinsky（1994）對於美國工資收入的研究，以及 Fitzenberger and Kurz

（2003）針對德國的人力資本報酬研究，都發現教育除了對薪資收入有正的影

響外，對於高收入者的影響效果要較低所得者來得大。根據 Knight and Song

（2003）的研究與分析結果，我們認為中國大陸的資料並未明顯呈現此一類似

結果的部分可能原因在於，中國大陸在採取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

（1993年）的前後時期，許多獲利較高的工作單位仍經常以相當平均的分配方

式，將企業獲利以獎金或補貼的形式發放給員工，且這些分配通常也佔薪資

所得不低的比例。雖然我們的資料並無法明顯區分薪資的發放來源，但在這

樣的觀點上，此一「平均」的獲利分配方式就顯然和員工的人力資本投入沒

有高度相關，因而將可能使對應的估計結果中，高所得者相較於低所得者，

其教育程度增加對於收入增加的影響效果變得極為有限。

綜合以上兩個變數的演變，我們可以簡單推論，從 1993年到 2006年，

中國大陸的勞動市場經歷了各項改革開放政策與國有企業改革，在控制其他

的可能影響因素後，勞動市場中的薪資報酬率也逐漸能藉由工作經驗與教育

程度而與受雇者的「工作能力」有更緊密地正向連結，且雇主有更多的彈性

可以調整薪資結構，這樣的結果也與文獻上多數關於薪資所得的研究類似，

如 Nee（1989）與 Appleton et al.（2010）。

㈢單位股權結構與產業別差異的報酬率變動分析
根據表 3中OLS的估計結果，相較於 POE，1993年的 SOE與UCE的報

酬率皆較低，其相對估計值都超過 −0.3；但 2006年時這兩種股權結構企業下

的估計係數都比 POE為大，其中 SOE平均已經多了約 0.43，這是一個很大

的趨勢變化，也與研究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經濟的文獻如 Adamchik and Bedi

（2000）分析波蘭以及Munich et al.（2005）分析捷克的經濟轉型後，發現私

人部門相較於國有部門有明顯「工資溢酬」的現象相異。我們認為，這可能

與中國大陸對於國有企業的轉型改革以及國有企業薪資結構相較市場基準的

彈性調整等和東歐國家不同所致。1993年時中國大陸的「國有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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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過多的冗員且缺乏具有彈性與能獎勵生產的薪資結構，平均而言的薪

資報酬率相較市場上其他較具競爭性的民間企業為低，但 1995年起一連串國

有企業的改革，讓體質較差的中小型國企被併購、重整，以及導入誘因機制

的薪資結構後，在市場上存活具有獨佔性質的大型國企在薪資所得報酬率上

也明顯翻轉而高於城鎮個體或私營企業的薪資。至於 FOE，相較於 POE的企

業而言，不論 1993年或是 2006年都高出約 0.25的報酬率。另一方面，QR

的分析結果顯示不同企業股權結構對於薪資所得的影響不論哪一分量都與該

年的 OLS估計值差異不大。

在產業別的報酬率差異方面，除了「建築以及水電運輸事業」外，不論

是OLS或QR的估計結果都顯示，其餘各行業在 1993年與 2006年相較於「政

府部門」的報酬率幾乎都呈現反轉趨勢，例如勞動者在「製造業」、「金融及

房地產中介事業」或「服務業」的所得報酬率於 1993年皆比「政府部門」好，

但 2006年則普遍較差。另外，各行業在兩個年度的相對報酬率都隨各個分量

增加而遞增，此可能反映「政府部門」中的薪資制度較為僵化，而使得其對

應薪資報酬率在不同分量的差異程度較小的現象。

二、1993年與 2006年的薪資所得差異分解

根據 1993年與 2006年OLS的估計結果，我們可以針對取對數後的薪資

所得均數，在所有因素特徵X的均數上進行 OB分解，以分析兩年度報酬率

與因素特徵差異對於薪資所得變動的解釋情況。相對應的 OB分解如下：

lnY—2006 − lnY—1993 = (X—2006 −X—1993)′ β̂2006 +X—′1993 ( β̂2006 − β̂1993), （2）

特徵效果　　　　係數效果

式中各變數與參數的下標表示計算年度，Y—與 X—分別為薪資所得平均與因素

特徵平均值，而 β̂則為 OLS的估計係數。在此分解下，「特徵效果」反映固

定在 2006年的報酬率估計係數 β̂2006下，兩年度的薪資所得因勞動者特徵不

同而造成的薪資所得差異，此為模型可解釋的部分；而「係數效果」主要呈

現在 1993年的平均因素特徵 X—1993下，兩年度的報酬率總和差異程度，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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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所無法直接解釋的部分。24值得注意的是，針對本文主要關注的工資分配

跨年度變化，若文獻上（如 Fortin et al., 2011）所謂的「條件獨立」（conditional 

independence）的假設能成立，25則將隱含兩年度在給定解釋變數下可能產生

「內生性問題」或「自我選擇問題」的連結與影響相同。因此，即使在個別年

度中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或自我選擇問題，OB分解效果仍可以被認定而使

我們得到一致性的分解效果估計。再者，由於我們僅針對均數進行分解，因

此（3）式針對兩年度取對數後薪資所得均數的差異分解並不會有殘差項產生，

並且每一個報酬率係數變異與每一個因素特徵差異在分解過程中的貢獻比例

都可以被清楚算出。OB分解的細項結果如表 4所示。其中，除了總和效果

外，我們也分別將「特徵效果」與「係數效果」依變數特性分類為經驗、教

育、婚姻、沿海城市、發展區位、單位股權結構與產業別等項目，並各自計

算其貢獻度。

根據表 4的結果，2006年與 1993年的平均對數所得差值為 1.046，其中

「特徵效果」與「係數效果」分別為 0.116與 0.930。中國大陸這兩年度的薪資

所得差異主要源自於係數效果，而勞動者因素特徵變動的貢獻則極為有限；

這與文獻上相關的跨年度研究結果類似，如 Park et al.（2003）與 Knight and 

Song（2003）等。

當我們進一步就「特徵效果」去拆解各類別變數的貢獻，發現 2006年（相

較於 1993年）的教育水準增加及分配的變動之正效果影響最大，可見這十幾

年來中國大陸教育普及化與高等教育擴張等政策，平均而言，對於薪資的提

升有一定的助益。相較於此，Mincer方程式中另一關注的經驗變數所能貢

24   關於 OB拆解的詳細解釋與經濟意涵，可參見 Blinder（1973）、Oaxaca（1973）、陳建良
與管中閔（2006）或陳建良（2007）。

25   在文獻上一般針對相同年度不同族群 A或 B中薪資函數的 OB拆解分析架構中（如文獻
上常以男性與女性，白人與黑人，探討「同工不同酬」的問題），所謂的「條件獨立」假

設指的是在給定相同因素特徵變數下，勞動者屬於族群 A或族群 B的條件分配與無法觀
察的殘差項的條件分配彼此獨立。雖然「條件獨立」的假設仍涉及無法觀察到的變數或個

人特質的（條件）分配，因此並沒有具體的驗證程序可直接驗證該條件是否成立。但相較

於文獻上常關注相同年度不同族群的比較，在跨年度相同族群的比較中，控制了較多對應

的解釋變數後，我們認為 「條件獨立」假設所隱含兩年度可能產生「內生性問題」或「自
我選擇問題」的連結與影響相同的假設，應該相對容易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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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OB分解中各變數對應的特徵效果與係數效果

平均對數所得差值 特徵效果 係數效果 
lnY—2006 − lnY—1993 (X—2006 −X—1993)′ β̂2006 X—′1993 ( β̂2006 − β̂1993)

1.046 (0.108) 0.116 (0.011) 0.930 (0.012)

因素特徵

　經驗年數 0.012 (0.003) −0.023 (0.058)
　教育程度 0.063 (0.004) 0.139 (0.057)
　已婚 0.020 (0.003) 0.010 (0.035)
　沿海城市 0.034 (0.004) 0.002 (0.008)
　發展區位 0.007 (0.002) 0.051 (0.018)
　單位股權結構 −0.043 (0.006) 0.736 (0.101)
　產業別 0.025 (0.004) −0.084 (0.021)
　常數項 0.100 (0.124)

附註：括弧內為該分解數值對應的異質穩健標準誤差。

獻的比例卻有限。除此之外，單位股權結構的分配變動所造成的負效果程

度，是「特徵效果」中的第二大因素；這顯示了從 1990年代逐步進行的國

有企業改革與個體或私營單位的開放所造成分配的變動，若將薪資報酬率固

定於 2006年的情況時，則實際上將降低平均薪資的成長幅度。另一方面，

若將單位股權結構固定於 1993年的分配時，則兩年度報酬率的差異佔「係

數效果」拆解的極大部分。我們可以根據兩年度各單位股權結構分配變化與

OLS的估計結果，簡單解釋這樣的結果。在 1993年時的 SOE與 UCE的比

例高達 83.9%及 13.8%，而經過一連串改革開放後於 2006年分別降低至

65.6%與 4.9%，但這兩個單位相較於 POE的報酬率參數在 1993年時分別

為 −0.347與 −0.533，至 2006年卻反轉為 0.428與 0.084。亦即，1993年佔

股權結構大部分比例的 SOE與 UCE在 2006年時是報酬率相對 POE成長的

單位。因此，若以 2006年的報酬率衡量 2006年相較於 1993年的股權結構

分配變動的影響（即該特徵效果），勢必較小，甚至為負值（一如表 4中的

結果）；相對地，若以 1993年的股權結構分配衡量 2006年相較於 1993年的

報酬率變動的影響（即該係數效果），則會得到較大的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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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薪資所得的重建分配與擬真分配變化

由於利用 OB分解在所得均數差異上所得到的「特徵效果」與「係數效

果」，雖然可以呈現特徵分配以及報酬率變動的影響，但很可能無法充分反映

整個薪資所得分配其他分量的差異結果。因此，我們採取Machado and Mata

（2005）的建議方法，重新建立薪資所得的分配與跨年度擬真分配，並進一步

對於整個分配進行分解（關於該方法的詳細抽樣與估計過程，及其優點與限

制請參見附錄二說明），並將結果繪製成圖 4。

圖 4（a）為 1993年和 2006年男性勞工薪資對數的分配，由圖可知 2006年

的分配明顯較 1993年右偏，一如第貳節的相關討論；圖 4（b）、4（c）是擬真分解

後分別歸因於特徵分配和報酬率差異的圖示。此處的結果有兩點值得注意，

首先，不論是「特徵效果」（特徵分配差異）以及「係數效果」（報酬率差異），

其作用的方向皆相同，亦即這兩個效果皆是造成 2006年的分配較 1993右偏

的原因。再者，從圖形可明顯看出兩年度薪資差異的主要原因是來自於報酬

率的差異，此點也印證了前一節中僅在均數上進行OB分解所得到的結果。26

前述的分析呈現了同時考慮所有變數時的分配拆解效果，但若我們僅想

瞭解某個別變數下的薪資跨年分配變化，如某單一的產業或某特定股權結構

類別下的男性薪資所得跨年差異，則Machado and Mata（2005）一文建議針

對單一變數的擬真分配作法將可能出現偏誤。27為了避免該作法在計量方法

上的潛在問題，又希望能聚焦於單一特徵變數進行跨年討論，我們因而考慮

26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兩年度薪資拆解的順序並非是唯一，因此如 Machado and Mata
（2005）一文所建議，拆解時應同時比較不同順序拆解的結果，以確保「特徵效果」和「係
數效果」變動的方向和程度皆大致相同。因此，我們除了此論文所呈現於表 4與圖 4中 ，
以 β̂2006的報酬率係數估計為基準進行拆解與分配重建外，我們也分析了以 β̂1993的報酬率係

數估計為基準的對應結果。其中，關於兩年度平均薪資差異的拆解上，特徵效果總貢獻為

0.271而係數效果總貢獻則為 0.776，仍呈現平均薪資所得差異主要源自於係數效果貢獻的
結果，此與表 4一致；而其對應的薪資所得的重建分配變化在兩種效果的程度上和方向上
（皆將分配右移）也與圖 4皆相近。為了節省文章篇幅，因此我們在文中僅呈現以 2006年
的報酬率係數為基準進行拆解的結果。關於另一拆解的詳細結果，歡迎讀者來信索取。

27   對於單一變數的分配拆解，若依照Machado and Mata（2005）建議使用的方法進行抽樣，則
該單一變數以外的解釋變數（X）分配亦會隨之改變，詳細說明請參見 Fortin 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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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所有樣本的（取對數後的）所得分配差異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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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據觀察值而描繪的兩年度薪資所得分配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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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 2006年的報酬率（B06）為基準而計算的特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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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 1993年因素特徵（X93）為基準而計算的係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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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兩步驟進行相關分析。首先，我們先選定欲觀察的個別特徵變數類別，

如國有事業單位的勞動者；然後針對此特定類別下的資料，再進行Machado 

and Mata（2005）的分配建立、拆解與跨年比較。由於所選定符合單一特徵變

數的族群仍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樣本數以確保估計的品質，同時該樣本中又

必須在教育以及經驗等決定薪資的重要變數上具有相當之異質性以供分析，

因此我們依據前面章節的討論，選擇股權結構中的「國有事業單位」子族群

進行跨年的探討。

圖 5為針對所有樣本與僅考慮國有事業單位男性勞動者進行分析所得之

結果。我們將原始分配之差值、歸因於「特徵效果」（特徵分配之差值）、歸

圖 5：所有樣本與國有事業單位（取對數後的）所得分配差異與分解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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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所有樣本的（取對數後的）所得分配差異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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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國有事業單位（取對數後的）所得分配差異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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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於「係數效果」（報酬率之差值）皆繪製於同一張圖上，由圖 5（b）中可以看

出，基本而言，國有事業單位類別的男性勞工薪資在歸因於特徵分配的差值

部分，和整體城市經濟樣本於圖 5（a）中所呈現的結果大致相同；但是在歸因

於報酬率之差值部分，國有事業單位類別的子樣本則略大於整體城市經濟樣

本，此一結果也和表 4中單位股權結構項目在係數效果上有較突出的表現相

呼應。

肆、結論與討論

不同於目前研究中國大陸薪資所得相關文獻的範疇與設定，我們僅以

UHS調查資料中男性勞動者的薪資及相關特徵變數進行分析，以減緩「樣本

選擇性」的潛在問題。同時，1993年與 2006年的跨年比較讓我們更能清楚衡

量 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後，中國大陸一連串主動與被動改革開放政策對

其勞動市場的衝擊與影響範疇。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 1993年開放之

初，2006年時勞動市場因為這些衝擊而更具彈性，其勞動者薪資報酬率與工

作經驗及教育有更為正向的連結，這些改變也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進程類

似。同時，我們也發現 2006年教育水準增加與該特徵分配的變動是拆解所有

「特徵效果」中最重要的因素，顯示了中國大陸這些年來教育普及與高等教

育擴張對薪資水準提升具有一定的助益。另外，值得一提的結果是，國有企

業改革與外資的開放而造成中國大陸在 2006年企業單位的股權結構與報酬

率和 1993年大不相同，國有事業單位（SOE）與城鎮集體事業單位（UCE）

的比例大幅下降但平均報酬率卻上升。這也使得股權結構變化在 OB分解中

不論在「特徵效果」或是「係數效果」都解釋了極大比例變動。另一有趣的

結果為，相較於 1993年的薪資報酬，除了初級產業與採礦業外，於「政府部

門」任職的男性勞動者在 2006年平均報酬率都高於其他產業，這也部分解釋

了為何處於各行業皆蓬勃發展的世代，政府部門的職缺仍是多數勞動者的熱

門選擇現象。另一方面，藉由擬真所得的建構，我們更清楚 1993年與 2006

年整個薪資所得分配的差異主要來自於這兩年度報酬率的大幅變動，而勞動

者的因素特徵分配改變僅能解釋約莫 10%的所得分配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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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這些分析結論與文獻上相關研究的結果，我們認為，中國大陸從改

革開放以來，在歷經了城市經濟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高等教育擴張與貿易

自由化等變革後，已使得原來計畫經濟體制下僵化的勞動市場更具競爭與彈

性，這反應在勞動者的薪資報酬率能隨不同的因素特徵而調整提升。在此一

薪資結構變動的背景之下，未來若能取得包含大陸本地勞動者以及國人在大

陸工作的個體調查資料，則有關影響台灣人近年來在大陸勞動市場薪資變化

的相關因素特徵，將可被進一步分析與討論。另外一個關於研究中國大陸薪

資變化值得注意的面向，乃是貿易開放以及外人投資流入對於薪資結構差異

與變化的具體影響（如Arbache et al., 2004與 Feenstra and Hanson, 1997），但

這也必須有待取得適當的外人投資與貿易資料後才能進行更深入的分析。這

些都是我們認為值得未來繼續研究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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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育年數」的內生性檢定

關於可能適合「教育年數」的工具變數，在可取得資料的範疇下，我們

除了考慮「同一城鎮其他男性的教育年數平均數」（此變數衡量了文獻上的「同

儕效果（peer effect）」）之外，也加入另一可能的虛擬變數當作工具變數，亦

即將 1971年前後大陸城鎮出生的男性勞動者分成兩個族群。此一工具變數

的考量在於 1986年之前中國大陸已陸續推出中等教育補貼政策，而 1986年

通過《義務教育法》立法更直接將義務教育由六年推展至九年，因此經估算，

1971年之後的出生者一般都比 1971年以前出生者具有更高的機會接受中等

教育。28由於此一義務教育政策的工具變數不必然和工資函數迴歸模型中的

殘差項關連，因此我們也將其納入進行後續的兩階段迴歸分析（two-stage least 

square, 2SLS）。再者，為了檢視「教育年數」的內生性問題，我們考慮以下

的線性模型：

lnY=c+δEDUyear +α1EXP+α2EXP2 + ∑ γj Zj + ε,
j

其中 EDUyear是該男性勞動者的對應「教育年數」；而 Zj則與正文中設定

相同。兩個年度對應的 OLS與 2SLS的估計結果如附表 1所示。比較表中

OLS和 2SLS的結果大致可以看出，異質穩健標準誤差的值在 2SLS的分析

中普遍較大，同時各年度各解釋變數的估計係數雖有些許差異，但正負符號

皆相同。另外，針對我們主要關心的「內生性問題」，加入了前述有關同儕效

果和義務教育政策變動兩個工具變數後，兩個年度對應的Hausman內生性檢

28   九年義務教育政策在 1986年實施時，立即受到影響的為當時小學畢業、出生年份約為 1974
年（政策實施年份時為 12歲）者，但因為在通過該《義務教育法》之前，便已陸續有中等
教育補貼政策的施行，因此我們將出生年份為 1971年（政策實施年份時為 15歲）以前者，
視為較少機會接受中等教育的一群勞動者。有關於中國大陸九年義務教育的拓展政策，可

參考方光偉（2009）於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網頁所發表的文章，該網址為 http://www.
npc.gov.cn/npc/xinwen/rdlt/fzjs/2009–02/13/content_1470214.htm（最後點閱時間：2014年 3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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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993年與 2006年Mincer方程式的 OLS與 2SLS估計結果

解釋變數 
1993年 2006年

OLS 2SLS OLS 2SLS

EDUyear 0.039** 0.030 0.078** 0.093**
(0.002) (0.029) (0.003) (0.013)

EXP 0.029** 0.028** 0.029** 0.030**
(0.003) (0.005) (0.004) (0.004)

EXP2 −0.033** −0.033** −0.047** −0.044**
(0.007) (0.007) (0.008) (0.008)

Marital 0.244** 0.257** 0.280** 0.266**
(0.024) (0.046) (0.035) (0.037)

Coastal 0.375** 0.378** 0.386** 0.387**
(0.018) (0.021) (0.020) (0.020)

East 0.039* 0.040* 0.085** 0.081**
(0.016) (0.017) (0.023) (0.023)

Central −0.038** −0.035* 0.049* 0.046*
−0.015 −0.017 −0.02 −0.021

SOE −0.377** −0.361** 0.387** 0.362**
(0.099) (0.111) (0.024) (0.032)

UCE −0.548** −0.541** 0.061 0.052
(0.101) (0.103) (0.040) (0.041)

FOE 0.213* 0.239† 0.237** 0.220**
(0.124) (0.145) (0.029) (0.033)

Manufacture 0.049** 0.034 −0.102** −0.078*
(0.017) (0.048) (0.023) (0.031)

Construction 0.112** 0.095† 0.064** 0.087**
(0.023) (0.054) (0.023) (0.029)

Wholesale −0.013 −0.028 −0.133** −0.114**
(0.025) (0.051) (0.033) (0.036)

Finance 0.116** 0.103* −0.004 0.001
(0.031) (0.049) (0.038) (0.038)

Service 0.029 0.038 −0.04† −0.035†

(0.019) (0.031) (0.021) (0.021)
Others −0.049 −0.054 0.175** 0.209**

(0.038) (0.041) (0.039) (0.050)
Constant 7.266** 7.380** 7.075** 6.876**

(0.106) (0.368) (0.066) (0.176)

Hausman 內生性檢定
χ2統計量 ( p-value) 0.1122 (0.7376) 1.4248 (0.2326) 
F統計量 ( p-value) 0.1117 (0.7383) 1.4213 (0.2332) 

附註： EDUyear為「教育年數」，而其餘各解釋變數的英文簡稱代號與正文中表 1及表 2同。
括弧內的數字為該參數估計所對應之異質穩健標準誤差，**, *, †分別表示 1%, 5%, 以
及 10%顯著水準。其中，1993年的樣本數為 5805而 2006年則為 7830。Hausman內生
性檢定的虛無假設為 「教育年數為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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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結果（χ2統計量和 F統計量）皆無法顯著拒絕「教育年數為外生」的虛無

假設。

另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針對「教育年數」進行內生性檢定的線性模型與

正文中使用於Mincer薪資方程式（1）的「教育程度」變數略有不同。正文中「教

育程度」變數是依據勞動者「教育年數」，再進一步區分為初等、中等與高等

教育三種級距的「類別變數」，而非直接以「教育年數」來呈現。29雖然如此，

就我們的分析結果而言，教育變數不管是用類別或是用年數的方式呈現於

Mincer薪資方程式中，其他解釋變數對應的 OLS估計結果不論在程度與方

向上都沒有太大差異（可比較表 3與附表 1中各解釋變數的 OLS係數估計

值和標準差）。

29   除了直接以勞動者的教育年數代表教育程度外，文獻上關於以Mincer方程式來分析工資
變化的研究，在不假設教育年數對工資變動的影響為線性關係下，教育變數也常以「類別

變數」而非直接以「教育年數」來呈現。一般而言，這樣的架構常用於發展中國家的薪資

變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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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薪資所得分配的建構、估計與抽樣方法

令 Y (t)為勞動者於年度 t時取對數後的薪資所得，而 k×1向量變數 X (t) =

[X1
(t), X2

(t), . . . , Xk
(t)]′為勞動者的 k個因素特徵。則 Y (t)的條件分量（conditional 

quantile）線性模型設定為

Qq (Y (t) |X (t) =x(t)) = inf{y: FY (t) |X (t) =x (t) (y |x (t)) ≥q}=x (t)′β (t) (q), (A.1)

其中 0<q<1為所選定的分量，β (t) (q) 為此分量下所對應的係數（報酬率），

FY (t) |X (t) (y |X (t))則為對應之條件累積分配函數（conditional cumulative density 

function）。β (t) (q)的一致性估計式（令為 β̂ (t) (q)）可以藉由下列分量迴歸線

性模型估計而來：

yi
(t) =xi

(t)′β (t ) (q)+ei (q), i=1, . . . , N (t),

其中，yi
(t)為對應之資料觀察值，而 ei (q)代表此模型在分量 q時產生的誤差

項。此模型及對應的估計方法與性質，可參閱 Koenker and Bassett (1978), 

Bassett and Koenker (1982; 1986) 或 Koenker (2005)。

另一方面，相較於 (A.1)的條件分量模型，當考慮兩觀察年度（t及 s）

資料時，我們也可以定義相對應的擬真薪資所得。令 Y～(t)為勞動者以年度 s

的因素特徵 X (s)於年度 t時的取對數後的擬真薪資所得，則其滿足

Qq (Y～(t) |X (s) =x (s))= inf{y: FY
～(t) |X (s) = x (s) (y |x(s)) ≥q}=x(s)′β (t)(q)。 (A.2)

藉由此模型的設定，我們可將此擬真所得 Y～(t)想像成將具有年度 s因素特徵

的勞動者在年度 t的報酬率下的所得。

薪資所得與擬真所得的邊際分配與抽樣方法

(A.1)式描述了 Y (t)的條件分配在第 q分量下的行為，根據機率積分轉換

定理（probability integral transformation theorem），當選定夠多的分量均勻散

佈於 (0, 1)之間時，Y於某一特定 X (t) =x(t)下的條件分配將可被完整描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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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此時若再讓 x(t)能從 X (t)的邊際分配中隨機產生，則我們將可以進一步

描繪出 Y的邊際分配。相對地，我們也可以根據 (A.2)式及從 X (s)的邊際分

配中隨機產生的 x (s)描繪出 Y～(t)的邊際分配。

在實際的分配估計與操作上，為了能使分配建構更有效率，我們根據

Machado and Mata（2005）方法，將估計與建構步驟修改如下：

步驟 1： 選定 q=0.01, 0.02, . . . , 0.99, 共 99個分量後，根據 τ年度所有勞動

者的觀察值 yi
(τ)與 xi

(τ), i=1, . . . , N (τ), 計算 q分量下對應的分量迴歸

估計值 β̂ (τ) (q)，其中，τ= s, t.

步驟 2： 以抽出放回的方式，從 s年的因素特徵觀察值 xi
(s), i=1, . . . , N (s), 與

t年的因素特徵觀察值 xi
(t), i=1, . . . , N (t), 中各隨機抽取 Nr個值，分

別將其表示為 x̂i
(s)與 x̂i

(t), i =1, . . . , Nr。

步驟 3： 根據前兩步驟的估計與抽樣，第 τ年的薪資所得邊際分配抽樣（共

99×Nr筆）為

{ŷi
(τ)}:={x̂i

(τ)′β̂ (τ) (q), q=0.01, . . . , 0.99, i=1, . . . , Nr};

而具有年度 s因素特徵的勞動者在年度 t的報酬率下的擬真所得 Y～ (t)

的抽樣（共 99×Nr筆）則為

{y～̂i
(t)}:={x̂i

(s)′β̂ (t) (q), q=0.01, . . . , 0.99, i=1, . . . , Nr}。

值得一提的是，此抽樣方法的理論性質已經在文獻上被證明，可參考如

Albrecht et al.（2009）、Autor et al.（2008）、Melly（2006）與 Heinze（2010）

等研究。至於實證分析中的 Nr設定為 5000，因此各分配的抽樣數量皆為

495000（99×500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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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urban household surveys in 1986 and 2006,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nge of men’s earnings in urban China. We make use of the standard Mincer 
equation to perform Oaxaca—Blinder decompositions of the mean wage dif-
ference as well as recently developed quantile decompositions. We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earnings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periods can be explained by 
workers’ characteristics and returns to these characteristics both on average and 
for the whole earnings distribution. We find that earnings are positively corre-
lated to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across time, and the ownership typ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laining earnings difference. In addition, the wage structure, 
in term of coefficients effect, exhibits a great shift in urban China’s labor market 
as we perform a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Key Words: China, earning function, quantile regression, Oaxace—Blinder 
decompositions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